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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外学者关于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的学术论争，无论是解释近代中国经济衰落的“马尔萨斯陷阱”
理论，还是解释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斯密型动力”理论，实质上皆将“英国道路”视为普适性现代化道路。构建

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经济史理论无法否定将英国道路作为重要参照系，但要超越将英国道路作为普适性现代化道

路的认识，“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主张真正回到实践，通过对“悖论社会”深入研究以反思“规范性认识”，这

种研究进路为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经济史理论提供重要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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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中国为何落后于西方?

从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到李约瑟( Jo-
seph Needham) ，海外学者关于近代中国研究所

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解释中国曾经领先

于世界却在近代落后于西方。一种具有广泛影

响力的解释是英国学者伊懋可 ( Mark Elvin) 的

“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此理论主要强调传统

中国经济的典型特征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人口

和土地关系高度紧张，虽然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

重要成果，然而小农经济普遍剩余不足，无法积

累出足够的资本来推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 一方

面，人口压力推动农业技术进步，明清时期技术

改进取得了明显效果，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

市场体系带来农业技术的广泛传播，传统中国农

业经济并非“技术停滞”; 另一方面，人口压力又

带来了资源短缺，无论是燃料、良田、金属、肥料

等皆明显短缺，人口增长压力蚕食了工业积累所

需要的资本剩余。人口扩张带来单位面积高产

出与低人均收入紧密结合的特征长期延续，唯有

工业革命的创造性投入才能打破农业收益递减

的陷阱。〔1〕这一解释既关注传统中国经济发展的

成就，同时顾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曾在学

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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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该解释却遭到了同样关注这一问题的

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批评。在林毅夫看来，这一解

释存在明显的理论问题: 首先，该解释在解释剩

余不足机制方面暗含的前提是没有技术变迁或

技术变迁非常缓慢，因为如果技术变迁非常快，

即使在人地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条件下剩余也可

以越来越多，伊懋可想解释的是中国为何未出现

快速技术变迁，然而其理论暗含的大前提就是没

有技术变迁，由于其前提错误，由此得出的推论

也必然错误; 其次，人口越来越多可能会导致劳

动力越来越便宜，劳动力越来越便宜的背后机制

是劳动力边际产值下降，在给定土地面积不变和

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劳动力不断增加的确会

导致劳动力边际产值下降，劳动力工资会越来越

低，但是该理论假设土地给定和没有技术变迁，

而我们想要解释的恰恰就是为什么没有技术变

迁，从没有技术变迁的假设推出没有技术变迁的

结果是在循环论证。〔2〕林毅夫认为该解释在经济

理论层面存在明显问题。
伊懋可和林毅夫对同一问题的针锋相对不

禁让人想起 E． H． 卡尔 ( Edward Hallett Carr) 在

历史认识论上的颇具启发性的反思。在卡尔看

来，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之间是一个互相作用的

过程，也是一个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过程。历史学家在历史事实面前既不是卑微的

奴隶，也不是专制的暴君，二者是一种平等的、互
动的关系，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本之木，没

有前途; 而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是死水一潭，毫

无意义。〔3〕卡尔的这番思考深刻提醒我们，经验

证据不会自动说话，它离不开历史学家的解释;

同时，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要从经验证据出

发，对既定预设保持清醒反思，以使历史解释和

历史事实趋于一致。
今天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究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正像林毅夫所提到的，要想明白中国到

底有没有再度复兴强大起来的可能，就要弄清楚

中国过去为何繁盛以及又为何由盛而衰，这是预

测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一个突破口，而寻求到更

加接近于历史实际的解释才能知道未来发展需

要克服哪些不利因素，才能在中国如何变强的问

题上提供具有更加可信的理论依据。〔4〕本文将仔

细检视海外学界关于近代中国经济变迁问题的

主要论争，希望以“他者”的视野来为如何构建

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经济史理论提供启发。

二、“马尔萨斯陷阱”: 人口与近代中国

经济变迁的论争

西方在近代以来的崛起过程中产生了强烈

的优越意识，而中国因未能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社

会的主动转变，逐渐成为西方视野中一个“静止

的社会”。“理性”和科学的进展以及工业化的

来临带来了西方社会强烈的自我优越感，进而认

为西方文明是人类典范。〔5〕比如黑格尔从中西方

二元对立框架出发，认为中国哲学缺乏西方哲学

中的推论和演绎，所以中国没有哲学，黑格尔关

于中国最著名的论断或许就是认为中国没有历

史，而西方文明则代表着人类“理性精神”的终

点。〔6〕类似观点同样体现在马克斯·韦伯的理论

中。在他看来，西方“形式理性”类型法律具有

系统性、逻辑一贯性及普适性，唯有此类型的法

律能够独立于外在意志及反复无常的情形，与之

伴随的职业化、专门化的官僚制与形式理性法律

的统合，对世界理性化趋势具有重要意义。相

反，中国法律缺乏形式理性，依赖皇帝诏令和道

德原则等实质性因素作为判决依据，只能是实体

非理性。〔7〕这样一种中西二元对立的观念反映在

诸多西方学者的著述中，并成为西方中国研究领

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论断尽管不无偏颇，却也指出了当时中

国并未自动实现向现代化转变，仍然停留在传统

社会阶段的基本事实。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对中国的描述颇能反

映出近代西方社会对中国底层贫困的一般印象:

“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

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

( Marco Polo) 的记述比较，几乎没什么区别，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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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地方，但关于中

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

则众口一词。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

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8〕斯密关于中

国状况的描述，反映出 18 世纪后期欧洲学者就

注意到当时中国底层生活贫困的基本事实。
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贫困与近代西方资本

主义入侵和人口压力两方面因素有着重要关系。
马克思曾这样形象地评论鸦片战争对清王朝的

影响:“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

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

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

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

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

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9〕一方面，

西方资本主义对传统自然经济的破坏和对资源

的掠夺加剧了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贫困; 另一方

面，底层社会的贫困和人口压力有关，在土地资

源有限的情况下要养活更多人口就不得不降低

生活水平，马尔萨斯( Thomas Ｒobert Malthus) 在其

著作中专门提到当时中国底层因为人口压力带来

的“弃婴”以及“财富处于停滞状态”等基本事实。
对理解人口增长模式产生深刻影响的马尔

萨斯曾坦言自己探求社会变动的重要动力并非

来自对人口原理的兴趣，而是由于法国大革命引

发的争论才促使他关注人口问题，马尔萨斯的政

治保守立场使其反对社会改革。马尔萨斯认为，

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

料的能力，因为人口如果不受到限制，便会以几

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以算术比率增加，

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是巨大的，而根据食物

为人类生活所必需这一有关人类本性的法则，就

必须使这两种不相等的能力保持相等，这就意味

着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会经常对人口施加强有

力的抑制，无论是灾荒、战争还是瘟疫等。现有

社会人口之所以没有迅速增加主要来自于预防

性抑制和积极性抑制，前者主要是指人们对养家

糊口的忧虑，后者主要是指下层阶级所处的困难

境地使他们不能给予子女以应有的食物和照料，

归结起来所有这些因素不外乎贫困和罪恶两大

类，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是阻

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这一法

则制约着整个生物界。〔10〕马尔萨斯理论曾产生

深刻影响，海外中国研究领域第一代和第二代学

者关于如何解释近代中国衰落的主要贡献是让

我们清晰看到近代中国人口压力的基本事实。
海外学界，何炳棣( Ping － ti Ho) 在他关于中

国人口史的开创性著作中对马尔萨斯理论持支

持立场。在何炳棣看来，明末清初的饥荒、瘟疫

和战乱带来了大量的人口死亡，到 17 世纪后半

叶开始从过往的惨重损失中逐渐恢复，17 世纪

的最后几年是空前的人口增长阶段的前奏，这一

阶段一直持续到咸丰元年( 1851 ) 爆发太平天国

起义。人口骤增带来的显著问题就是人地关系

紧张，社会危机逐渐显著。从当时大量的方志中

能够看到，到 19 世纪前半期，全国大多数地区紧

迫的经济问题已经不是如何维持原有生活水准，

而是如何求生活命，一些传统的粮食输出地在丰

年也只有少量余粮，荒年还要部分依赖其他地区

供应粮食，江西南部虽然是农业劳动密集地区，

但是到 19 世纪 40 年代已经无法解决日益尖锐

的农村失业问题。四川几乎人满为患，甚至较新

开发的长江流域丘陵和汉水流域也已开始受到

报酬递减规律和水土流失的影响，由于长江及其

支流、湖泊的淤积，洪水的发生率增加。当时中

国社会已经非常脆弱，咸丰元年( 1851) 爆发了世

界上最大的内战太平天国起义。尽管导致起义的

因素很多，但人口压力是最基本的原因之一。〔11〕

何炳棣的研究主要论证了人口压力对中国社会

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该著实质表明马尔萨斯理

论在解释近代中国衰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传

统农业占主导的社会中，如果土地生产力无法实

现突破，只有降低民众生活水平才能养活更多人

口。因此，解释近代中国贫困不能忽略中国社会

经济的基本事实，即人口和土地的紧张关系。
那么，这是否就能证明马尔萨斯理论能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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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解释近代中国的经济变迁呢? 其实马尔萨斯

理论以人口增长和食物生产之间的关系解释人

类社会经济长期趋势有一重要假设，那就是他仅

将人口增长作为因变量而忽略人口本身同时对

食物增长产生重要影响，这就不得不提到丹麦著

名农业经济学家博塞拉普 ( Ester Boserup) 的重

要贡献。博塞拉普不同于一般的书斋学者，她曾

在丹麦政府工作，后来又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

会从事农业贸易政策方面的工作，在印度致力于

将其农业经济理论应用至农业经济发展实践中，

并曾在丹麦的诸多机构担任顾问等职务，这就使

得她的理论更关注于经济实践。在博塞拉普看

来，如果回到经济实践，我们就可以发现人口增

长是决定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所以她强调需要

转化视角，将人口增长视为自变量，这种视角转

化将更有利于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真

实历程。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做法是忽略耕地

和未开垦土地之间的严格区别，取而代之的是强

调土地被用作耕作的频率，通过运用这样一套方

法，提供一个可以囊括所有原始农业类型的动态

分析框架，按照集约化程度从低到高，可以分为

“森林休耕”耕作( 休耕期至少 20—25 年) 、“灌

木休耕”耕作 ( 休耕期通常为 6—10 年) 、“短期

休耕”耕作( 休耕期为 1—2 年) 、“一年一茬”以

及最集约化的“多茬复种”。〔12〕博塞拉普的理论

对理解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的重要启发性在于，它

深刻提醒我们: 人口增长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结

果，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对博塞拉普的理论有力呼应的是第二代学

者代表德怀特·珀金斯 ( Dwight Perkins ) 的研

究。珀金斯从一个基本事实出发: 中国的农业在

全球百分之七的耕地上养活了世界人口的 1 /4，

中国的播种面积只有美国的 70%，但是必须供

养比美国多 3—4 倍的人口，尽管用 20 世纪西方

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人民吃得不好，但事实是他

们在过去六个世纪生存了下来并且使人口增长

了好几倍，在 20 世纪之前，中国经济几乎全部是

农业部门，其他部门不是为农业部门服务，就是

从它那里取得原料，一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仍然无法脱离农业，后

者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积累。那么中

国农业经济是如何在应付人口不断增长的需要

之下仍然能够提供少量剩余产品的? 珀金斯的

研究是建立在扎实严谨的数据统计基础上的，而

且详细说明了数字估算方法，这就使得他的研究

具有较高可信度。
相较于马尔萨斯，珀金斯的研究结论更倾向

于支持博塞拉普。中国人口从 14 世纪之后以每

年 0． 4%的速度缓慢增长，到 20 世纪中叶，耕地

总数是 14 世纪后期的 4 倍，粮食产量上升中只

有一半左右是由于新的土地开垦，剩下一半则是

单产量提高的结果，单产量提高的主要动力来自

人口，到 19 世纪、20 世纪，通过增加土地单位面

积上资本投入使各种粮食全国平均亩产量增加

一倍。但是珀金斯同时指出，依赖上述方法并不

能将粮食产量每年提高 2% 或更多，长时间使用

会到报酬急剧下降的地步，传统体系已经无法适

应近代中国人口压力。〔13〕珀金斯的研究被伊懋

可概括为著名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以解

释这种人口扩张带来的单位面积高产出与低人

均收入紧密结合且长期延续的现象，认为唯有工

业革命的创造性投入才能打破农业收益递减的

陷阱。第二代学者看到人口压力推动单位面积

产量提高，而非只将人口视为因变量，两代学者

的重要贡献是让我们看到近代中国人口压力对

社会经济变迁产生的深刻影响。
何炳棣和珀金斯等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关

于人口压力与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的研究却遭到

了以雷伟立 ( William Lavely ) 和王国斌 ( Ｒ． Bin
Wong) 、李 中 清 ( James Lee ) 、康 文 林 ( Cameron
Campbell) 等为代表的“加州学派”的激烈批评，

他们否认近代中国人口压力的基本事实，反对用

马尔萨斯理论来解释近代中国人口演变，李中清

等学者将这种认识称为“马尔萨斯神话”。〔14〕“加

州学派”高扬破除“西方中心论”大旗，强调重新

认识中国历史，并将西方近代化仅仅视为偶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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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以市场化为主线将世纪中国与中国经济奇

迹构建起一套“历史延续性”，其未曾明言的认

识即是中国现代化道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

回到历史正途，在方法上，他们倡导基于大规模

数据量化的“科学”方法以实现对近代中国基本

事实进行“再发现”。那么，他们对近代中国存

在人口压力这一基本事实的挑战成功了吗?

我们不妨具体以雷伟立和王国斌 1998 年在

当时西方学界中国研究的旗舰杂志《亚洲研究杂

志》(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上发表的一篇

长文为例，来分析修正派是如何试图挑战学术界

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经济既定认识的。在该文中，

他们将所有关于近代中国贫困和人口压力的经

验研究通通概括为“马尔萨斯主义论述”( The
Malthusian Narrative) 。在他们看来，长期以来当

人们谈到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和中国的人口演

变时总是将它们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型，欧洲

的节制型人口增长与中国的放任型增长形成鲜

明对比，他们将马尔萨斯主义论述概括为高死亡

率和人口兴衰的循环、挣扎于生存边缘的人口、
微弱的出生率控制等，并对此提出三大质疑: 中

国人口真的主要是靠死亡率推动吗? 19 世纪中

国民众的生活水平真的因为生活压力而降低了

吗? 中国果真缺乏预防性人口控制机制吗?

但是，仔细检视雷伟立和王国斌对基本事实

的挑战，就会发现他们完全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

经验证据以支持其论点。他们并未使用新数据，

也没有新的经验事实发现，他们选取了三组既有

的关于明清中国的人口数据，这三组数据人口变

动轨迹基本上没有差别，也就是 18 世纪达到顶

峰后到 19 世纪开始减缓，这些数据所呈现的特

征的确印证了人口压力的基本事实，但是他们对

此却持否定态度。
首先，他们否认中国人口变迁是由死亡率推

动的。当时学界既有的根据宗谱研究预期寿命

来支持马尔萨斯理论的成果，皆证明这一时期中

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是非常低的，但是这些研

究成果全部都被雷伟立和王国斌质疑。至于 19

世纪发生的战争和灾荒带来大规模人口死亡的

通常解释也被二人质疑，他们认为这和人口压力

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政府无力维持地方秩序，

不存在人口压力。换言之，在他们看来，近代中

国的大规模社会动荡皆没有什么社会根据，一切

都只是政府无力应对秩序变化而已; 其次，他们

否认 19 世纪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因为生活

压力而降低。他们同样并未提供任何实质性经

验证据来支撑该论点，仅依据 19 世纪中叶一苏

格兰作家的中国观感就得出 19 世纪中国民众的

生活水平并不比欧洲低的结论，同时根据方行关

于江南农民非谷物食品花费比例增加，以及李伯

重关于江南生产力提高的论述，就简单否认大量

关于晚清生活水平普遍降低的基本事实，同时否

认农业产量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 最后，他们否

认中国缺乏预防性抑制机制，认为杀女婴其实就

是中国的预防性抑制方式。他们依据李中清对

19 世纪辽宁农村旗人家庭普遍杀女婴的研究，后

者估算在其研究的 1792—1876 年这一时段中，约

有 1 /5—1 /4 的女婴都被杀，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

显示出社会压力和性别歧视观念，而是颇为认同

李中清等将其解释为“产后堕胎”观点，认为这

是一种考虑到当前以及未来生活而作出的一种

正向控制。经过上述一系列质疑和重新解释，他

们试图论证中国明显领先于同时期的欧洲。〔15〕

这套解释显然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最简单的

道理，如果没有贫困和性别歧视，父母为何要残

忍杀死这些已经出生的婴儿。李中清等学者在

估算辽宁道义的预期寿命时之所以发明了莫名

其妙的“产后堕胎”概念，是因为这样这些被溺

杀的婴儿就不会被计算在死亡率中，在将其和欧

洲基督教会人口登记进行比较时，只将六个月大

而不是新生婴儿计算其中，这样就可以得出该地

区 29 岁的预期寿命，以此来说明中国和欧洲具

有相同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如果预期寿命 29
岁这一数字用被杀女婴的比率来修正的话，那么

这个数字其实还不到 22 岁，远低于 18 世纪英国

的 34—35 岁。〔16〕李中清等学者故意混淆现代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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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的堕胎和传统溺婴的关键差异。
除将溺婴视为积极人口抑制举措外，“加州

学派”另一匪夷所思的观点是明清广泛存在将堕

胎作为“计划生育”举措，这真的是历史事实吗?

答案也是否定的。苏成捷 ( Matthew Sommer) 全

面检视这种观点所依赖的证据，发现这些证据居

然没一个是真实存在的。比如，李中清等为论证

民间传统中普遍存在将堕胎作为一种控制生育

方式时，曾引述费孝通的论述即 20 世纪初流产

不仅在一些地方流行且不会通过流产来控制生

育的女人会被别人笑话作为证据。如果回到费

孝通这段话的语境，就会发现真实情况与李中清

等的论断并不一致: 首先，费孝通这里所讲的“一

些地方”是指广西大瑶山地区的瑶族的一支，而

非李中清等所暗示的费孝通是在讲中国的一般

情况，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中也

并未提到任何与堕胎实践有关的具体内容; 其

次，至于费孝通非常简短地提到民间避孕方式

时，曾举了明代文人归有光母亲吃螺蛳的例子，

真实的情形是，归有光的母亲在 16 岁嫁给其父

亲后生了七个孩子，在第七个孩子断奶后，她已

经身心疲惫不堪，有人给她两只螺用水服下，据

说能够避孕，但是归有光提到，他母亲服后就不

能说话了，很快就去世了，死时只有 26 岁。李伯

重曾引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归有光母亲服用螺后

的确没有再生育，但却忽略了这时其母亲已经是

一个将死的病人了，如果这种方式安全有效，她

本可以活得更久。苏成捷以翔实案例证明这些

堕胎方式在实践中不仅无效，而且非常不安全，

同时也是处于危机时才迫不得已使用，没有实质

证据支持明清中国存在预防性人口抑制的论

断。〔17〕历史研究当然离不开历史学家的解释，但

是这种解释必须以历史事实为基础。
概括而言，马尔萨斯模式在解释没有重大技

术变迁的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增长具有相应解释

力，但是必须结合博塞拉普模式进行调整。这种

经过博塞拉普模式修订过的马尔萨斯模式能够

帮助我们理解工业革命前经济增长的特征，1820

年之前的经济增长多数都是粗放型的，绝对增长

之后便是停滞不前和绝对下跌，而缓慢的技术进

步具有双刃性，短期内能改进生活水平，使革新

者获益，但较多资源促进人口增加从而减少人均

产量，与革新之前相比，人类平均生活水平并未

得到明显改善。〔18〕总之，对马尔萨斯理论的批评

不能矫枉过正，不能因为破除“西方中心论”就

忽略近代中英在人地比率上的关键差异以及发

展水平上的差距，陷入相对主义认识论的泥淖中

无法自拔，最后滑向历史虚无论。
既然传统中国没有明显的技术变迁，那么人

地高度紧张的基本实际与明清以来蓬勃发展的

市场化进程交织在一起又将产生何种复杂反应?

存在一条能够脱离于具体实际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市场化道路吗? 我们不妨将目光转移至关于

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市场化动力的争论上。

三、“斯密型动力”: 市场分工与近代中国

经济变迁的论争

对历史的认识无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思潮

的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思潮

开始在美国兴起，以哈耶克( Friedrich Hayek) 和

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等“芝加哥学派”学

者为旗手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揭橥私有化大旗，他

们激烈批判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伴随着

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上台，一系列

限制工会活动、削减政府开支、推进私有化的举

措陆续推进。与此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向

世界打开大门，积极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并

大力培育市场激励机制。这些变化自然推动市

场理论逐渐获得更多关注，并逐渐影响到海外学

者对近代中国的分析，一个主要强调近代中国商

品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的“市场发展派”产生更多

影响力，他们主要关注近代中国商品市场的发

展，但是对近代中国人口压力的基本事实却视而

不见。斯密强调市场和分工推动经济发展的观

点被继 承 者 视 为 放 之 四 海 而 皆 准 的“普 遍 原

理”，但后继者们却忽略了市场和分工与具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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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结构的复杂关系。斯密认为生产力提高

主要因为分工，英国与以往相比虽然不从事直接

劳动甚至全然不从事劳动的人数增多，但社会财

富却急剧增长，关键在于分工。分工主要不是指

行业内部分工，而是社会产业分工，分工给整个

社会带来深刻影响。促进社会发展的分工的动

机不在于个体恩惠，而是出自于利己动机，斯密

认为唯有自由竞争，才能促进社会财富增加，他

同时批判重农学说和重商主义学说，认为那种希

望通过国家干预实现财富增长的做法，其主张和

其实践效果最终只能是背道而驰。〔19〕那么，近代

中国是否存在这种“斯密型动力”? 不同学者关

于近代中国市场发展动力产生诸多分歧。
“市场发展派”中为国内学者所熟悉的代表

是马若孟( Ｒamon Myers) 和罗斯基( Thomas Ｒaw-
ski) 。马若孟反对农村地权分配阻碍经济发展

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农村市场经济是高度竞争

的，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以及生产要素所带来

的收入都由市场上供求双方的竞争力决定，在农

村市场经济中垄断从来没有长期存在过，也不存

在对农户的经济剥削，近代中国农村市场发展逐

步走向成熟，并对农民生活改善起到重要作用，

土地改革与其说促进了不如说阻碍了农村经济

发展，因为它消灭了私有财产且抑制了工作和革

新的激励机制。〔20〕马若孟对近代中国经济的研

究获得了罗斯基关于二战前中国经济定量研究

的支持。在他看来，近代中国农村市场推动农民

经济发展，新的贸易、生产、运输和金融模式为中

国农民带来了提高生活境遇的新机遇。〔21〕马若

孟和罗斯基的基本认识是中国农村市场推动了

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近代中国土地产权方面不存

在明显问题，市场要素能够实现自由流动且参与

者普遍获益，这些认识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具有实

质一致性。问题在于，既然中国农村市场能够推

动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那么如何解释

近代中国和西方的明显差距呢?

“加州学派”关于此问题的主要回应是强调

中国农业经济的活力和积极性，而将英国道路完

全视为一种偶发性现代化。比如在王国斌看来，

尽管中西之间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不过是表面

上的差异而已。中国和西欧都处于一个农业收

成不保险、生产原料有限的世界中，二者都经历

了由于经济扩展和收缩组成的周期循环，在劳动

的区域分工以及市场具有绝对优势的斯密动力

下，这种循环逐渐地创造了更大规模的经济，尽

管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确存在差异，不过中国内部

和欧洲内部的差异要比中西之间的差异要大得

多。那么欧洲成功的关键在何处? 王国斌认为

关键原因是欧洲生产转向了资源和产品的合理

配置机制，而中国却相对不动: 首先，欧洲经济发

展推迟了斯密所说的经济增长极限，欧洲通过扩

张发现了新大陆，这种通过扩张所创造的资源基

础要优于中国通过开垦边疆地区土地所创造的

资源基础; 更重要的是英国经济发展突破了资源

限制，以煤为新的热能来源，以蒸汽为新形式的

机械动力，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率，斯密型经济

和以能源为基础的经济扩张是依据完全不同的

逻辑，前者充其量只是一条渐近线，而后者则可

以成为幂的形式，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那种经

济体系和那种突破发生后新起的经济体系在逻

辑上是相互独立的。〔22〕总之，在王国斌看来，欧

洲突破这些和中国同样面临的诸多限制走向现

代化不过是偶然事件而已，没有什么社会基础。
与此类似，彭慕兰则认为与同时期中国相

比，近代英国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完全没有什么内

生性优势。彭慕兰依据杉元熏( Sugihara Kaoru)

的“勤勉革命”对东亚经济奇迹进行解释，后者

认为从 14 世纪到 17 世纪的东亚人口在供养人

民、创造技能等方面完全抵得上欧洲的工业化奇

迹，西欧走上资本密集型道路，而东亚则走上劳

动密集型的道路。但在彭慕兰看来，欧洲本也可

能和东亚一样，走上劳动力密集之路，欧洲之所

以没有走上这条路，乃是因为它碰上了重要且剧

烈的断点所致，这些断点以煤炭原料的利用和有

机会取用新世界的资源为基础，并在这两者的共

同加持下，使西欧境内许多国家原本朝着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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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密集的方向前进，是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的

急剧发展才使得它们掉头往反方向走，中国和西

欧在劳动力密集程度上的发展差异并非理所当

然，而是具有高度的偶然性，那种强调欧洲在 19
世纪中期之前在生产力上享有内生性优势的所

有论点都有待商榷。〔23〕“加州学派”的最大问题

是在破除“西方中心论”时，将近代中国的人口

压力和底层社会贫困等基本事实一并否定，最后

完全滑向历史相对主义泥淖中。
显然，这种缺乏扎实经验证据的结论遭到诸

多学者的批评。比如，在黄宗智看来，彭慕兰之

所以会得出这种结论，主要原因是他在研究过程

中轻视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真实知识，过度相

信理论和数字，并且在论证过程中出现诸多经验

性错误，中英农业生产劳动密集程度的差异与中

西农场平均规模的差异有关，但这些重要差异完

全未被彭慕兰考虑。18 世纪，英国南部农场平

均规模为 150 英亩( 1 英亩约等于 6． 07 亩) ，北

部为 100 英亩，而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仅为 0． 92
英亩到 1． 58 英亩( 即 5． 5 亩到 9． 5 亩) ，如果取

简单的平均数，则差异为 125 英亩与 1． 25 英亩，

即 100 1。如果比较农业人口的人均土地差异，

依据雷格里 ( Wrigley) 的 314 万农业人口，以及

艾伦( Allen) 的 3560 万英亩总农业用地，可以得

出英国农业人口的人均土地面积为 11． 3 英亩;

而用长江三角洲 1． 25 英亩平均农场规模除以每

户 5 口的平均家庭人数，或者依据 1200 万人口

中约 1000 万农业人口，以及 250 万英亩的耕地

总面积，可以得出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人口的人

均土地面积为 0． 25 英亩，那么英国与中国也就

是约 45 1 的差别。这一基本事实不仅对农业，

对农村手工业和收入、消费等诸多方面都起着重

要作用，但是彭慕兰对此却完全忽略。〔24〕破除

“西方中心论”对深化历史认知当然重要，但是

不能否认近代中国人口压力等基本事实。
彭慕兰对欧洲历史的诸多论断同样遭到了

著名欧洲史学者罗伯特·布伦纳 ( Ｒobert Bren-
ner) 的批评，布伦纳不同意彭慕兰抹杀中国和欧

洲差异而将欧洲的现代化理解为偶发性事件的

解释。他具体以对英国经济发展产生诸多影响

的产权体系的演变为例来说明中西经济发展的

差异: 自 15 世纪以后，新出现的商业地主阶级无

法像封建地主那样通过超经济强制获取地租，地

租要受到市场供需关系影响，而直接生产者虽然

拥有工具等生产资料，但是他们无法获得土地，

所以只能在竞争性土地市场上接受商业租佃以

维系生存，这就使得他们需要在经济生产中采取

一套明显与中世纪英格兰和清代中国长江三角

洲地区农民皆不同的生产策略。同时，由于佃农

占农业人口的主导以及伴随着竞争性工商业的

发展，封建领主和典型农民的生产方式被真正的

商业性佃农所取代，这种体制比长江三角洲地区

靠收取定额地租的体制更容易推动经济发展，而

农场规模也大大超过以往时期，10 倍于中世纪

晚期的英格兰，130 倍于同时代的长江三角洲地

区。总之，无论是人口增长对资源压力减少，还

是土地和财富积累速度的加快，英格兰在产权结

构和人口体制方面的经济增长潜力都要远大于

同时代长江三角洲地区。〔25〕近代中英经济在发

展路径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这些重要差异却完全

未被彭慕兰纳入考虑。
除此之外，“加州学派”的观点之所以引起

诸多学者质疑，是因为他们忽略了近代中西经济

发展方面的诸多真实差距。荷兰经济史学家皮

尔·弗里斯( Peer Vries) 经过详细估算，发现 18
世纪中国的财政能力要远弱于英国: 无论是按照

名义值( 表示为白银等价物) 计算还是按实际值

( 依照购买力表示或按工日表示) ，英国政府动

用的货币数量的人均值以及占 GDP 的比重都远

大于中国; 英国的间接税作用非常突出，而中国

土地税一直占政府收入的绝大部分; 在中央支付

的福利开支方面，英国政府的开支占 GDP 的比

例要高于中国; 英国政府的人均收入与支出急剧

增加，中国却相对稳定，而且从 17 世纪初至 1850
年实际值有实质性下降。由于英国拥有更多的

财政收入，带来的影响就是与清王朝相比，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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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为庞大的官僚体系，在一个受过良好训练且薪

酬丰厚的官僚体系中，英国官僚在中央政府层面

工作，特别关注为国家尽量征收更多的税款，而

中国官员从相对数量而言只是很小的群体，而且

薪水太少且人手不足，没人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专

业化训练。〔26〕上述诸多对“加州学派”的批评也

表明，不能因为破除“西方中心论”而走向极端，

罔顾近代中英经济发展方面的诸多差异和差距

等基本事实。
因此，历史解释虽然纷繁复杂，但是不能脱

离基本事实: 在英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的土地

通过圈地运动被大规模剥夺，农民成为产业工

人，这种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现象曾被马

克思 视 为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产 生 的 重 要 标

志。〔27〕英国近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生产关系逐

步解体，小农农场向资本主义经营式农场全面转

化。与英国道路相比，近代中国尽管经历了蓬勃

的商品化过程，但农业经济并未经历全面转化，

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商品化动力的内在逻辑?

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其触及从马克

斯·韦伯到李约瑟等诸多海内外学者关心的重

要问题，即如何解释中国为何没有走向西方资本

主义道路。对中国学者而言，对此问题的经典回

应即是“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很多学者花了

很大力气在明清工商业资料中找寻雇佣关系的

证据，希望证明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萌

芽”终将长成“参天大树”。总之，中西学者尽管

解释各异，但是隐含的前提认识是将西方资本主

义作为普适性现代化道路。
与英国道路明显不同，近代中国市场化并未

带来这种全面分化，近代中国商品化动力与英国

明显不同。这里的关键在于，人口压力的基本实

际与明清商品市场发育的基本事实交汇在一起，

对经济发展起到何种影响? 黄宗智基于对“满铁

调查”报告和民国时期多种社会调查资料的研究

发现，在人口增长与阶级分化的双重压力下，华

北地区雇工工资低到只依赖佣工收入无法维持

一家生计的地步，贫农剩余劳动力扩增，造成了

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局面，把工资压低到约相当于

劳动者所生产的总值的三分之一的水平，单一依

靠家庭农场和单纯依赖佣工收入满足不了起码

的生活需要，必须紧密结合二者。贫农经济结构

阻碍了农业部门中资本的积累和投资，大量廉价

劳动力的存在，抑制了经营式农场为节省劳动力

而作出资本投资的动机，因为人力的成本更低，

经营式农业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为积累资本而

积累资本的单位，从而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双重突破。这种经济不能用资本主义经济追求

最高利润的生产逻辑来理解，其逻辑应该从家庭

农场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消费单位的特

点来理解，可因消费需要而在边际报酬降低到市

场工资以下时仍然继续投入劳动。〔28〕即使是当

时中国最富庶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从明代至清

代中叶，尽管商品化大为扩展，但是市场经济扩

展远不是削弱小农的家庭生产，恰恰相反，而是

加强了它，这与斯密和马克思所依据的英国模式

迥异，商品化并未带来资本主义发展。宋朝鼎盛

时期，水稻生产早已达到当时的顶点，农业中的

进一步劳动密集化采取的主要形式是推广劳动

更密集的经济作物，特别是棉和桑，家庭手工业

是“过密型商品化”整个过程的一部分。小农家

庭的辅助劳动力，除了摘棉花和养蚕的工作外，

还从事棉纺和棉织，由此形成家庭手工业和农业

的结合，因为在人口压力下，单是家庭手工业或

单是务农都不足以供小农谋生，必须同时依赖二

者。这种过密型的糊口农业与新古典理论的完

全竞争的要素市场运行逻辑不同，商品化由维持

生计的逻辑推动而非追逐利润，大多数小农家庭

从事商品化生产是因为在农业收入不足和家庭

劳动力有余的情况下，它们是谋生的最合理手

段。这种商品化与英国道路这种经典模式不同，

它并非是趋于质变性的发展，而是既有体系日益

过密化，小农家庭内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有力抵

制了机器大工业。〔29〕黄宗智的研究同时考虑上

述两大基本实际，既不是单一突出人口的重要地

位，也并非简单认为市场化推动经济发展，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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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结合人口和市场化。正是在扎实经验研究

基础上，黄宗智扩展了“内卷化”的分析范围，商

品化本身即是“内卷化”的组成部分( 亦即“内卷

型商品化”) ，“内卷化”并非限于农业耕作本身。
但是黄宗智的上述研究却遭到“加州学派”

的诸多批评，主要原因是黄宗智区别“内卷”和

“发展”的关键依据是劳动生产率是否提高，于

是被“加州学派”认为是将“英国道路”作为标

准，因此属于“西方中心论”的典型。孰是孰非，

关键在于经验证据。“内卷化”概念是建立在经

验证据基础上的。比如，长三角地区农作物种植

从水稻转向棉花是“内卷化”重要例证: 单位土

地上种植棉花的劳动要 2 倍于水稻种植，每亩 20
个劳动日相对于 10 个劳动日，而且棉花的种植

只是棉布生产的一部分而已，也就是种植棉花—
纺纱—织布三者一体，一亩棉花一般可出 30 斤

皮棉，总共需要 160 个工作日，纺纱 91 天，织布

用 23 天，以及弹棉、上浆等用 46 天，最后能产出

23 匹布，如果该农户将种植水稻改为种植棉花，

就要多投入 16 到 18 倍劳动，但其收益不过是种

植水稻的 3—4 倍。〔30〕因此，和“加州学派”主要

依赖二手著作和数字进行各种解释不同，黄宗智

的理论是建立在扎实经验研究基础上，所以更加

具有说服力。其实，判断二者争论孰是孰非也简

单，历史研究需要一种“真实感”，而不能仅仅依

据脱离于具体社会语境的抽象数字，我们试想:

直到今天，中国低收入人口规模仍占相当比例，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是要在本世纪中叶人

均 GDP 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不是发达

国家的人均 GDP 水平，因为考虑到我们人口规

模巨大，那么明清时期的中国普通百姓生活水平

又如何能远超近代英国呢?

因此，更重要的意义是以黄宗智为主要代表

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在如何构建具有中

国主体性的经济史理论方面为我们提供诸多启

发。首先，从研究理念上而言，这一研究进路特

别强调通过对“悖论现象”的研究对“规范性认

识”进行深入反思。何炳棣和珀金斯在明清人口

的经验研究方面作出扎实贡献，然而若从理论认

识高度来看，他们的研究并未突破马尔萨斯和博

塞拉普的人口理论模型; 与此类似，“市场发展

派”同样没有突破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

学关于市场的认识。“实践社会科学”则强调基

于经验研究带来对“规范性认识”的深刻反思，

这里的“规范性认识”主要是关于对立的模式或

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前提性认识，这种认识往往比

那些明白表达的理论和模式带来的影响更加深

刻，“它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

在于不想什么”。中国的实际是蓬勃的商品化发

展和小农生产停留在糊口水平同时并存，这必然

要对基于英国经验所构筑的市场推动经济发展

的前提性认识提出深刻质疑，产量和劳动生产率

未必同步发展，我们应该直面这种悖论现象，而

不是要争辩说一种因素出现后另一种因素必然

会出现，学术研究应该从事实到理论，而不是从

理论出发再把历史削足适履，对中国悖论现象进

行深入研究才能打破共享的规范性信念带来的

桎梏; 其次，从方法上而言，“实践社会科学”研

究进路采取的是一条由微观家庭经济研究来分

析宏观社会经济结构的路径，这种研究方法特别

有助于摆脱“规范性认识”，如果只是局限于宏

观历史社会学或定量分析则难免容易落入既有

理论窠臼中，但是基于对翔实细致第一手调查资

料的深入分析则更容易突破“规范性认识”限

制。从长时段历史视野来看，此种糊口农业也是

近代中国衰落的历史根源，生存逻辑下“半工半

农”的长期延续与斯密以及马克思所依据的“英

国道路”明显不同，中国历史实际以及基于具体

实际的行为逻辑的多元性为构建具有中国主体

性的经济史理论提供实践基础。
概而言之，市场化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

用，但在一个人多地少且无重大技术创新的社会

结构中，无论在市场发育程度还是商品化内在动

力等方面皆和西方明显不同，市场和人口并非彼

此孤立而是相互作用，长期以来以不同形式将

“英国道路”不加反思地挪用至对中国的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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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存在诸多问题。“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

强调应该依据中国历史实际，从最基本事实中提

炼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并将这种理论放回

到实际中来检验，这样一种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

去的研究进路对理解近代中国变迁尤为重要，基

于悖论现象的深入研究来反思“规范性认识”为构

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奠定深厚基

础，这种研究思路的重要启发意义在于，对中国经

济史的研究可以为探寻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不

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重要的历史智慧。

四、结 语

梳理和分析海外学界关于近代中国经济变

迁的论争，对于深化关于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

经济史理论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经济史是一门

追求真实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关于解释的学

问。这种解释，既包括基于史料细致爬梳基础上

的“发现”，也包括对历史意义再阐释的“发明”。
既然是解释，那么在追求历史真实的过程中必然

会受到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既包括时代思潮，

也包括历史学家自身的价值立场。这种观念对

求真具有双重影响: 一方面作为一种“前见”，它

使历史认知成为可能，同时历史认识观念转变，

历史才能够常写常新; 另一方面这种观念对求真

也可能带来遮蔽。因此，深化关于中国近代经济

史研究应该从史实发掘和理论运用两方面入手。
首先，对经济史事实的发掘和梳理是经济史

研究的重要基础。经济史研究虽然带有明显的

社会科学化色彩，但是并不意味着经济史研究就

是概念和理念先行，用丰富的历史事实削足适履

地来适应理论，或者以西方概念套用和比附中国

历史，只有基于扎实经验研究，建立在对重要经

济历史事实的精确梳理和分析上，提炼出的理论

解释才更具有说服力。同时，经济史层面的事实

和政治史层面上的事实不同，经济史事实往往具

有一般性特征，区别于一般特殊事件，对经济史

事实的判断往往需要建立在对大量质性材料的

阅读和考辨基础上。因此，经济史研究首先就要

求研究者重视扎实推进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无

论是官方编纂整理的食货志和各类方志以及鱼

鳞图册等，还是民间各类交易记录的契约、账簿

文书等，以及近代以来兴起的以现代统计方法和

调查方法所进行的各种调查形成的调查报告等，

这些层出不穷的新史料是经济史学创新的基础。
其次，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应该深化对社会

科学理论和方法的使用。这里的理论主要包括

以下层次: 第一是作为技术方法的理论，主要包

括现代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等方法应用于中国

近代经济史研究中，这种研究在“量化史学”研

究方面应用明显，通过对大规模数据进行分析尝

试沟通经济史与主流社会科学研究，但在运用中

要防止将经济仅仅量化为抽象数据而忽略更广

阔的经济环境和制度背景，或者单纯在验证西方

主流研究中的若干理论; 第二是现代经济概念应

用至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无论是政治经济

学理论还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都曾对中国经济

史研究产生深刻影响，但同时需要更加紧密结合

中国历史基本实际来运用理论，防止不加辨别地

套用概念而忽略中国经济历史与现代西方经济

的诸多差异; 第三是作为多科学交融的理论使

用，经济无法脱离政治、社会、人口、生态环境等，

这就需要研究者放宽历史的视野，综合运用生态

学、人口学、社会学等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

经济作为整体而非将其与社会割裂来研究; 第四

是经济史研究中理论使用并无定法，需要在经验

和理论中不断往复，既深化对历史的认知，也丰

富概念的概括，那些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的经济史

研究往往是打破学科界限既依据扎实经验证据

同时又恰当运用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
最后，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经济史理论需

要真正回到实践。这里的关键在于超越将“英国

道路”视为普适性现代化道路的研究进路，无论

是解释近代中国衰落的“马尔萨斯陷阱”理论，

还是试图论证近代中国经济如何充满活力的“斯

密动力”理论，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现代化理

论无可避免地要将英国作为重要参照系，但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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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将“英国道路”作为普适性现代化道路的认

识。“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主张真正回到实

践，以长时段历史视野分析经济主体与特定社会

结构中的复杂互动，这种研究进路不是要在近代

中西经济发展对比中拎出某种差异进而将其作

为解释中国落后或发展的关键，而是真正回到实

践，基于对“悖论社会”的深入研究以反思“规范

性认识”，这种研究进路为关于如何构建具有主

体性的经济史理论提供重要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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